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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从单纯的技术革新，逐步演变为重塑全球产业格

局的战略核心。有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1.36%

迅猛跃升至2023年的66.45%，“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效应显

著。在这一变革浪潮中，企业借助数字技术重构价值链、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已成

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关键维度(戚聿东和肖旭，2020)。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通信技

术对传统行业的渗透效应至今尚未充分释放，产业数字化在传统行业增加值中的占比

依然较低，凸显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所存在的复杂性与异质性(蔡跃洲等，2021)。

数 字 化 转  型 理 论 经 历 了 从 技 术 工 具 论 到 战 略 生 态 观 的 范 式 演 进 。 早 期 研 究 聚 焦

于数字技术对运营效率的提升(Pappas e t  a l .，2018)，随后拓展至组织架构与商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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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系统性变革(Feroz et  al .，2021; Verhoef et  al .，2021)。最新实证表明，数字化

转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存在显著行

业异质性(袁淳等，2021;  赵宸宇等，2021)。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显

著的同群效应，网络嵌入通过信息共享与制度模仿推动群体成员数字化转型水平趋同

(陈庆江等，2021)，这凸显了社会网络在技术扩散中的结构性作用。数字化能力涵盖

数字基础能力、数字运营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数字基础能力支撑运营系统重构，数

字运营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数字创新能力驱动价值创造跃迁(朱雪春和周思淼，

2023)。中小制造企业案例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研发利用与探索能力的互补效应显

著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池毛毛等，2020)。

资源基础观为解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多维分析框架。企业网络被视为动态能力载

体，其拓扑结构影响资源获取与知识流动效率(单标安等，2022)；社会资本通过信任

机制降低合作风险，在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双刃剑效应，既可能加速知识转移(周莉清

和张卫国，2024)，也可能因关系锁定产生资源诅咒(邱静和范钦钦，2023)；技术能

力则体现在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池仁勇等，2023)，技

术能力与组织惯例的适配程度决定技术吸收效能(Teece et  al .，1997)，三者的协同作

用通过数字化能力中介传导至企业绩效。

既有研究在三  个维度存在深化空间：其一，对网络、社会资本与技术能力的交互

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性建模，特别是数字化能力的中介路径尚未明晰；其二，忽视组织

要素的调节效应，如资本投入如何影响数字技术赋能效果(杨隽萍和徐娜，2023)；其

三，现有分析多聚焦单一行业或企业规模，缺乏普适性理论框架。

为 突 破 传 统 单 维 度 分 析 范 式 ， 本 文 构 建 了 “ 资 源 — 能 力 — 绩 效 ” 的 整 合 模 型 ，

从技术、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多维度视角出发，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因素。

该模型揭示了网络能力、社会资本与技术能力的协同演化如何通过数字化能力影响绩

效，识别了组织冗余资源对“数字化能力—绩效”转化的阈值效应，并验证了数字化

转型中技术赋能与社会资本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及其平衡路径。此外，本文还将企业投

入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数字化能力、技术能力与数字化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

进一步丰富对数字化转型绩效影响因素的理解。

理论层面，本文将企业网络能 力、社会资本、技术能力和数字化能力等多维度因

素纳入分析框架，深入探讨这些要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相互作用。这拓展了动态

能力理论的解释边界，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源编排理论提供新的注解，进一步丰富了

对企业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进行资源配置和能力构建的理解。实践层面，本文指

导企业通过战略投资构建数字基础设施，重视网络能力的构建，利用网络嵌入突破创

新孤岛，优化社会资本结构以规避关系锁定，持续投入以提升技术能力，帮助企业破

解“数字化转型悖论”，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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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

1. 企业网络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能力

企 业 网 络 能 力 是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重 要 因 素 ， 它 有 助 于 企 业 通 过 与 其 他 组 织 和 个 人

的 互 动  获 取 新 技 术 、 知 识 和 市 场 信 息 ( 孙 国 强 和 李 腾 ， 2 0 2 1 ) 。 基 于 动 态 能 力 理 论 框

架 ， 企 业 网 络 能 力 通 过 构 建 多 维 度 的 资 源 整 合 机 制 对 数 字 化 能 力 产 生 结 构 性 支 撑 。

独 特 的 动 态 能 力 ， 涵 盖 技 术 就 绪 度 、 探 索 和 利 用 等 方 面 ， 决 定 了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成功(Jafar i-Sadeghi  e t  a l .，2021)。研究表明，网络能力不仅通过异质性知识通道

的构建(Van  Ve ldhoven  & Van th ienen，2022)和结构洞的优化配置(侯光文和高晨

曦，2022)，显著提升组织对数字技术的吸收转化效率，更通过网络中心度与联结强

度的动态调节(贾晶和陈劲，2022)，形成数字创新的势能积累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权力结构通过数字化协同的中介作用，可产生创新绩效的乘数效应(侯光文和刘

青青，2022)，这种网络效应实质上重构了企业数字技术采纳与应用的技术经济范式

(Jafari-Sadeghi et  al .，2021)。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网络能力对数字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社会资本与企业数字化能力

社 会 资 本 被 定 义 为 个 人 或 组 织 通 过 其 社 会 关 系 网 络 所 获 得 的 资 源 和 信 息 ( L i  e t  

al .，2018)。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的平衡对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张骁等，

2017)。社会资本通过关系网络的资源杠杆效应驱动数字化转型进程，其作用机制呈

现多维特征。CEO社会资本通过双重传导路径产生影响：直接路径表现为战略柔性增

强与研发资源配置优化(魏彦杰等，2023)；间接路径则通过知识可供性提升与同群效

应放大实现转型加速(谢雪梅和童钰辉，2022)。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各维度存在差异化

影响，竞争者关系资本与供应商关系资本通过技术协同产生正向效应，而政企关系资

本可能因制度性依赖产生抑制效应。这种多维作用机制验证了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的

耦合必要性(杨隽萍和徐娜，2023)。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共享在社会资本向数字化能

力转化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刘力钢和刘建基，2017)，形成“关系嵌入—知识整合—

能力跃迁”的价值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社会资本对数字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 技术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能力和企业数字化绩效的影响

在 数 字 化 时 代 ， 技 术 能 力 已 然 成 为 企 业 维 持 持 续 竞 争 优 势 的 核 心 资 源 。 企 业 通

过增强技术能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张娜娜等，2022)。技术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呈现

“基础架构—价值创造”的双重属性，其作用机制包含两个递进层面：作为数字创新

的技术基座(Li e t  a l .，2018)，技术能力直接提升生产管理效率(邵婧婷，2019)；通

过资源编排机制实现能力跃迁，推动企业从基础技术应用向技术复用创新演进(苏敬

勤等，2022)。动态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能力通过数字化知识管理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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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邵兵等，2024)，显著增强创新生态系统的环境适应性。特别地，技术能力与网

络能力的交互作用产生战略协同效应，使差异化创新战略的绩效弹性提升(夏芸等，

2024)。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技术能力对数字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 数字化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能力是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绩效提升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杨戈宁等，2024)。作为价值创造的核心枢

纽，数字化能力通过三重传导路径驱动绩效提升：第一，优化内部控制质量，降低非

效率投资(白福萍等，2022;  王娇和王凡林，2024)；第二，增强组织韧性，使商业模

式创新成功率提升(王苗和张冰超，2022)；第三，通过数字感知能力强化供应链创新

弹性(朱雪春和周思淼，2023)。非线性分析表明，当数字化能力指数突破阈值时，其

对创新绩效的边际效应呈现指数增长(林永佳等，2023)，揭示出数字化能力积累的临

界点效应。上述研究凸显了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创新和提升企业绩效中的关键作用。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化能力对数字化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 数字化绩效的多要素影响

企业网络能力、社会资本和技术能力都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

它 们 共 同 作 用 于 企 业 绩 效 ， 影 响 企 业 如 何 适 应 数 字 化 时 代 的 新 挑 战 和 机 遇 。 数 字 化

转型本质上是网络能力、社会资本与技术能力的协同演化过程，三者的交互作用产生

非线性协同效应：网络能力通过结构洞占据形成数字创新流量优势(孙国强和李腾，

2021)，社会资本通过关系嵌入解决转型合法性困境(谢雪梅和童钰辉，2022)，技术

能力则提供价值实现的工具基础。定量研究表明，网络与技术能力对绩效的影响弹性

呈现正比例关系，社会资本密度的提升，能够提升数字化能力的中介效应(Ji  e t  a l .，

2022)，这种协同关系揭示出数字生态系统的复杂适应特征。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b：企业网络能力通过技术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
H2b：社会资本通过技术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
H5a：企业网络能力通过数 字化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
H5b：社会资本通过数字化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
H5c：技术能力通过数字化能力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 文 选 用 偏 最 小 二 乘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 P L S - S E M ） 作 为 主 要 的 数 据 分 析 方 法 。

PLS-SEM作为一种先进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特别适合处理形成性指标和复杂

的模型结构。在大样本研究中，它能提高估计的精确度，全面捕捉总体特征，精准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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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并有效降低误差。此外，还能增强模型的稳定性，减少数据噪

声和异常值的干扰，从而使模型表现更为稳健(Hair  e t  a l .，2012)。它还支 持对复杂

模型的检验，确保评估复杂关系时的统计功效。PLS-SEM的灵活性体现在其能够在

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之间进行多次迭代优化，直至达到最佳预测 效果。这种优势使其

在处理本文的复杂模型和形成性指标时表现出更高的有效性。尽管基于协方差的结构

方程模型（CB-SEM）在提供模型拟合度指标方面可能更为出色，但PLS-SEM在稳健

性检查以及结构信度和效度方面也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Dash & Paul，2021)。这些特

点确保本文研究结果不仅在统计上是稳健的，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本文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使用PLS-SEM方法评估测

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等，并评估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R平方值等，以了解不同变量

之间的关系强度和预测能力。最后，本文将分析投入作为调节变量对模型的影响，考

察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方向和强弱的调节作用。通过这些分析，本文希望能

够揭示企业网络能力、社会资本、技术能力和数字化能力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数字化

绩效，以及投入水平如何调节这些关系，从而为企业提供更深入的洞见和策略建议。

（二）变量及其维度

企业网络能力、社会资本、技术能力和数字化能力已成 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

提升绩效的关键驱动力。本文旨在通过量化这些关键变量，深入探讨其如何影响企业

的数字化绩效。

首 先 ， 企 业 网 络 能 力 是 指 企 业 在 网 络 环 境 中 获 取 、 创 造 、 分 享 和 应 用 知 识 、 资

源和信息的能力。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因为其涉及企业如何利用网络资源

和关系促进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根据Van Veldhoven & Vanthienen（2022）的研

 究，网络效应是决定数字化转型结果的关键因素。本文从信息共享、网络关系和知识

创造三个维度来测量企业网络能力，以全面评估企业在网络环境中的表现。为此，调

查问卷涉及企业与供应链伙伴的关系网络(Fu et  al .，2022; Hamann-Lohmer et  al .，

2023)、管理对伙伴关系重视程度(侯光文和高晨曦，2022)、定期评估伙伴表现(易加

斌等，2024)、积极参与行业活动以扩展联系(侯光文和刘青青，2022)、与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联系、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伙伴关系(侯光文和高晨曦，

2022;  林永佳等，2023)以及合作网络是否满足战略发展需要(李寅和虞温和，2023)

等方面，共包含7个题项。

其 次 ， 企 业 社 会 资 本 反 映 了 企 业 在 社 会 网 络 中 建 立 、 维 护 和 利 用 的 关 系 网 络 和

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价值和优势。Li et  a l .（2018）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从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来测量企业社会

资 本 ， 以 揭 示 社 会 资 本 对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影 响 。 研 究 从 评 估 与 伙 伴 的 关 系 密 切 程

度(陈庆江等，2021;  王永伟等，2022)、关系的稳固性(魏彦杰等，2023)、伙伴数量

(陈庆江等，2021;  魏彦杰等，2023)、满足伙伴需求的能力(汤睿等，2024;  Doan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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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23)、伙伴间的信任(邱静和范钦钦，2023)、相互理解以及沟通渠道和实践的

建立(陈庆江等，2021;  刘力钢和刘建基，2017;  王永伟等，2022)等角度构建了10个

题项。

再次，企业技术能力涉及企业在技术领域中获取、创造、分享和应用技术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Scuotto et  al .（2021）指出数字化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本

文从技术获取能力(李煜华等，2022；夏芸等，2024)、技术创新能力(夏芸等，2024; 

张建宇等，2024)和技术应用能力(邵兵等，2024)三个维度测量企业技术能力，以评

估企业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调查问卷的题项涉及研发人员结构、设备先进性、研发

投资(白福萍等，2022;  李轩和姜德华，2024;  邵兵等，2024)、组织结构对技术发展

的促进(单标安等，2022)、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鼓励(陈庆江等，2021; 单标安等，

2022)、技术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以及技术部门与外界的沟通(池仁勇等，2023;  侯

光文和高晨曦，2022; 胡川和黄华，2023)等方面，共包含7个题项。此外，企业数字

化能力是指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中获取、创造、分享和应用数字化知识、技能和资源的

能力。Ji e t  a l .（2022）强调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基础作用，本

文 从 数 字 化 基 础 设 施 能 力 、 数 字 化 业 务 能 力 和 数 字 化 创 新 能 力 三 个 维 度 测 量 企 业 数

字化能力，以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综合表现。从组织对数字技术的整合计划(汪

昕宇等，2023;  王苗和张冰超，2022)、客户反馈在提升数字体验和服务中的应用(池

仁勇等，2023;  王强等，2020)、推动数字项目和创新、根据客户反馈定制数字营销

策略(杜素珍和王昌冀，2024)、数字化优化关键业务流程(王苗和张冰超，2022)、员

工进行数字技能培训以及利用生态系统和合作伙伴开发数字解决方案(周莉清和张卫

国，2024)等方面设计了7个题项。

最 后 ， 企 业 数 字 化 绩 效 反 映 了 企 业 在 数 字 化 环 境 中 实 现 的 业 务 成 果 和 价 值 创 造

的程度。本文从数字化业务效率、数字化创新价值和数字化竞争优势三个维度测量企

业 数 字 化 绩 效 ， 以 评 估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成 效 。 包 括 响 应 客 户 需 求 的 速 度 、 业 务 流

程效率和决策效率(孙国强和李腾，2021;  王娇和王凡林，2024;  谢雪梅和童钰辉，

2022)、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企业收入、市场份额、客户满意度和员工工作效率(陈

梦 铃 ， 2 0 2 4 ;  邵 婧 婷 ， 2 0 1 9 ) ， 以 及 信 息 系 统 覆 盖 范 围 和 新 技 术 的 使 用 情 况 ( 白 福 萍

等，2022; 陈庆江等，2021)等方面，共设计了9个题项。

通过这些维度的量化分析，本文旨在为企业提供实证数据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

理解和优化数字化转型策略，从而提升整体绩效。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

本文问卷设计采用结构化的方式，旨在确保数据的系统性和可比性。结构化问卷

允许研究人员以一致的格式收集数据，这有助于减少偏差，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此外，它还便于受访者理解和回答，从而提高问卷的完成率和数据的质量。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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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七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以更细致地捕捉受访者的态度和看法。七级量表不

仅提供了一个中间点，使受访者可以选择中立立场，而且增加了量表的敏感性，能够

更精确地测量细微的态度差异。这种量表的设计有助于揭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的复杂动态和多层次的绩效表现。

本文以数字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省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采用分

层与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分层抽样时，依据浙江省2022年统计年鉴中各地区企业

法人数据确定权重，按行业、规模、地域分层，遵循独立同分布的中心极限定理，以

兼顾不同企业特征，确保样本代表性。在各层内随机抽样以保证随机性。调查对象特

意 选 定 为 企 业 的 中

高 层 管 理 人 员 ， 原

因 在 于 这 一 群 体 对

企 业 的 运 营 、 战 略

规 划 和 市 场 动 态 有

着 深 入 的 理 解 和 全

面 的 视 角 ， 他 们 通

常 参 与 关 键 决 策 过

程 ， 对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和 绩 效 有 着 直

接 的 影 响 和 深 刻 的

洞 察 ， 其 反 馈 对 评

估 企 业 数 字 化 能 力

和绩效至关重要。

调 查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发 放 问 卷 ， 以 提 高

覆 盖 率 和 响 应 率 。

共 发 放 3 5 0 份 问

卷 ， 最 终 回 收 2 8 8

份 有 效 调 查 问 卷 。

样 本 信 息 描 述 性 统

计分析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测量模型的检验

先对测量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从 Cronbach ’s  α系数与组合信度(CR)指标

表 1 样本信息描述性统计分析
指标 属性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所属行业

一般制造业 102 35.4 35.4 35.4
高端制造业 17 5.9 5.9 41.3

经济信息产业 11 3.8 3.8 45.1
能源与环保 3 1.0 1.0 46.2

文化产业 14 4.9 4.9 51.0
金融产业 16 5.6 5.6 56.6
健康产业 13 4.5 4.5 61.1
时尚行业 6 2.1 2.1 63.2
旅游行业 6 2.1 2.1 65.3
电子 商务 8 2.8 2.8 68.1

其他 92 31.9 31.9 100.0

企业技术的
行业地位

领先 106 36.8 36.8 36.8
跟随 172 59.7 59.7 96.5
落后 10 3.5 3.5 100.0

所处行业技
术发展速度

快速 88 30.6 30.6 30.6
中等 159 55.2 55.2 85.8
慢速 41 14.2 14.2 100.0

企业员工
（人）

<100 125 43.4 43.4 43.4
100-500 98 34.0 34.0 77.4
500-2000 30 10.4 10.4 87.8

>2000 35 12.2 12.2 100.0

研发人
员占比

<5% 131 45.5 45.5 45.5
5%-15% 109 37.8 37.8 83.3
15%-30% 38 13.2 13.2 96.5

>30% 10 3.5 3.5 100.0

企业年
销售额

（万元）

<1k 112 38.9 38.9 38.9
1k-5k 91 31.6 31.6 70.5
5k-10k 53 18.4 18.4 88.9
>10k 32 11.1 11.1 100.0

研发投入
占比

<1% 79 27.4 27.4 27.4
1%-5% 125 43.4 43.4 70.8
5%-10% 57 19.8 19.8 90.6
>10% 27 9.4 9.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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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所有潜在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均达到了预期标准，显示出了良好的模

型拟合效果（表2）。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KMO值均在0.900以上，表明数据

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于DC、DP、NC、SC和TC等变量而言，其Cronbach’s α系

数均高于0.9，CR也均在0.911以上，表明各变量具有极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组合信度。

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测量模型具备较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表 2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题项数 KMO CR Cronbach α值 平均抽取变异量(AVE)

数字化能力(DC) 7 0.944 0.936 0.935 0.721 
数字化绩效(DP) 9 0.932 0.940 0.939 0.674 

网络能力(NC) 7 0.903 0.911 0.907 0.642 
社会资本(SC) 10 0.947 0.939 0.938 0.643 
技术能力(TC) 7 0.900 0.924 0.922 0.683 

（二）效度检验

在偏最小二乘法（PLS）中，区别效度检验旨在验证一个构念的测量指标与其自

身构念的相关性显著高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性。这有助于确认每个构念的独特性和独

立性，防止构念之间的混淆。

根据Clark & Watson (1995)、Kline (2011)以及Henseler et  al .  (2015)的研究，

HTMT(异质性—同质性比率)值应当小于0.85或0.90以保证良好的区别效度；而Gold 

et  a l .  (2001)和Teo et  a l .  (2008)同样支持将HTMT小于0.9作为评价标准之一。本文

采用HTMT<0.9的标准进行效度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跨构面之间的HTMT值

均低于0.9，这表明所构建的测量模型具备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 3 Heterotrait-monotraitratio-Matrix
 DC DP NC SC TC TR×DC TR×TC

DC      
DP 0.839     
NC 0.864 0.809    
SC 0.76 0.831 0.861   
TC 0.804 0.878 0.799 0.791  
TR 0.445 0.402 0.51 0.375 0.501

TR×DC 0.152 0.216 0.107 0.208 0.168 0.146
TR×TC 0.171 0.136 0.140 0.160 0.163 0.189 0.657

此外，为进一步验证模型效度，本文用Forne l l-Larcker准则评估AVE（平均方

差提取量）。按此准则，如果每个潜在变量的AVE大于其与其他潜在变量相关系数的

最大值，则认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如表4所示，所有AVE值均超过了0.6，

且每个构面的AVE平方根都高于它与其他构面的相关系数最大值，如DC构面的AVE

为 0 . 8 4 9 ， 其 平 方 根 约 为 0 . 9 2 1 ， 远 超 出 了 与 其 他 任 何 构 面 间 最 大 的 相 关 系 数 0 . 8 0 3

（NC vs  DC）。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测量模型不仅拥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同时也展现

出良好的区别效度，说明各潜在变量能被其对应的观测指标准确地反映出来，同时彼

此间也保持了清晰的区别界限。

黄 涛 邵际树 社会资本与网络能力如何促进数字化绩效：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投入的调节作用



30

表 4 Fornell-Larker 标准
DC DP NC SC TC TR

DC 0.849
DP 0.791*** 0.821
NC 0.803*** 0.750*** 0.801
SC 0.714*** 0.782*** 0.796*** 0.802
TC 0.753*** 0.820*** 0.735*** 0.738*** 0.827
TR 0.389*** 0.359*** 0.442*** 0.333*** 0.439*** 0.799

***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三）结构模型的检验

本文探讨了网络能力(NC)、社会资本(SC)、技术能力(TC)以及数字化能力(DC)等

多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数字化绩效(DP)的路径影响。采用Bootstrapping

算法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NC对DC影响显著为

正，路径系数达0.503，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凸显其对提升数字化能力的重

要作用；SC对TC正向影响显著，路径系数0.403，显著性水平为1%，体现社会资本在

技术能力发展中的关键地位；NC对TC同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0.417，显著

性水平1%。不过，SC对DC影响不显著。TC对DC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0.320，

显著性水平1%，证实其对数字化能力发展的基础作用。DC与DP呈显著正相关，路径

系 数 0 . 4 0 6 ， 显 著 性 水 平 1 % ，

表 明 数 字 化 能 力 是 影 响 数 字 化

绩 效 的 关 键 因 素 。 而 TC对 DP

影 响 尤 为 显 著 ， 路 径 系 数 高 达

0.527，显著性水平1%，突出其

在 提 升 数 字 化 绩 效 中 的 核 心 地

位 。 总 体 而 言 ， 网 络 能 力 、 社

会 资 本 、 技 术 能 力 和 数 字 化 能

力 均 正 向 影 响 数 字 化 绩 效 ， 其

中 技 术 能 力 影 响 最 为 显 著 。 这

一 结 论 可 为 数 字 化 转 型 的 学 术

研 究 提 供 理 论 支 撑 ， 也 为 相 关

实践提供指导。

R2（决定系数）是衡量模型中独立变量对依赖变量变异解释程度的重要指标。在

本文中，数字化能力的R2值为0.699，表明模型中的其他变量（网络能力、社会资本、

技术能力）共同解释了69.9%的数字化能力变异，这一较高的R2值揭示了模型对数字

化能力的解释力度，显示了模型在预测数字化能力方面的有效性。技术能力的R2值为

0.604，意味着网络能力和社会资本这两个变量合计解释了60.4%的技术能力变异，尽

管技术能力的解释力度略低于数字化能力，但模型仍能较好地捕捉技术能力的变异。

数字化绩效的R 2值为0.753，表明模型中的所有变量（网络能力、社会资本、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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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路径分析结果图

注 : ( 1 ) 路 径 上 的 数 值 为 路 径 系 数 和 对 应 的 T 值 ；
(2)**和***分别代表5%和1%水平上显著；(3)实线表
示路径的系数显著，虚线表示路径的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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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字化能力和投入）共同解释了75.3%的数字化绩效变异，这一非常高的R2值凸显

了模型在解释数字化绩效变异方面有较强的能力，反映出模型的高度解释力和预测准

确性。此外，适配度（GoF）是评估整个模型整体拟合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在本模型

中，GoF值为0.61，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能够有效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从假设检验的结果看(表5)，网络能力和技术能力在提升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绩

效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网络能力(NC)对数字化能力(DC)的直接影响

（H1a）和通过数字化能力(DC)对数字化绩效(DP)的间接影响（H5a）均得到了显著

的支持。路径系数分别为0.503(6 .399)和0.204(5 .461)，显示出较强的正向效应。这

表明网络能力不仅直接提升了数字化能力，还通过提升数字化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数字

化绩效的提高。

表 5 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原始样本 T统计量 p值 是否支持
H5a NC→DC→DP 0.204 5.461 0.000 支持
H1b NC→TC→DP 0.213 4.588 0.000 支持
H2b SC→TC→DP 0.220 3.650 0.000 支持
H5b SC→DC→DP 0.032 0.823 0.411 不支持
H5c TC→DC→DP 0.130 3.639 0.000 支持
H1a NC→DC 0.503 6.399 0.000 支持
H2a SC→DC 0.079 0.856 0.392 不支持
H3a TC→DC 0.320 4.593 0.000  支持
H3b TC→DP 0.527 8.742 0.000 支持
H4 DC→DP 0.406 7.118 0.000 支持

技术能力(TC)对数字化能力(DC)的直接影响（H3a）和技术能力(TC)对数字化绩

效(DP)的直接影响（H3b）也得到了显著的支持。路径系数分别为0.32（4.593）和

0.527（8.742），说明技术能力在提升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绩效方面具有基础性和核

心作用。此外，数字化能力(DC)对数字化绩效(DP)的直接影响（H4）同样得到了显

著的支持，路径系数为0.406（7.118）。这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能力在促进数字化绩效

中的关键作用。

 然 而 ， 社 会 资 本 ( SC) 对 数 字 化 能 力 ( DC) 的 直 接 影 响 （ H 2 a ） 没 有 得 到 显 著 的 支

持，路径系数仅为0.079。社会资本(SC)通过数字化能力(DC)对数字化绩效(DP)的间

接影响（H5b）也没有得到显著的支持，路径系数仅为0.032。  这表明社会资本与数

字 化 能 力 之 间 的 关 系 较 为 复 杂 ，  社 会 资 本 是 一 个 多 维 概 念 ， 其 不 同 维 度 可 能 对 数 字

化能力的构建与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Nahapiet  & Ghoshal，1998)。一方面，社会资

本可能通过知识共享、信息流动等中介变量对数字化能力产生间接作用(Laur sen  & 

Sa l t e r，2014)；另一方面，其动态变化特征致使对数字化能力的影响随时间与环境

产生变动(Adler  & Kwon，2002)。此外，样本与行业特性、测量误差以及社会资本

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可能对社会资本与数字化能力的关系产生影响(Uzzi，1997)。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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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资本(SC)通过技术能力(TC)对数字化绩效(DP)的间接影响（H2b）却得到显

著支持，路径系数为0.220（3.650）。这说明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升技术能力间接促

进数字化绩效的提高。此外，网络能力(NC)通过技术能力(TC)对数字化绩效(DP)的间

接影响（H1b）也得到显著支持，路径系数为0.213（4.588）。这表明网络能力不仅

直接提升了技术能力，还通过提升技术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绩效的提高。

（五）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变量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调节效应检验

旨 在 检 验 交 互 变 量 的 路 径 系 数 及 其 显 著 性 。 从 表 6 可 知 ， 投 入 （ TR） 对 数 字 化 绩 效

(DP)的直接效应是轻微负面的，原始样本值为-0.033，T统计量为0.952，对应的p值

为0.341。这表明单独增加投入并不会显著改变数字化绩效，因为p值远高于常用的显

著性水平（0.05）。投入（TR）作为调节变量，对数字化能力(DC)和数字化绩效(DP)

以及技术能力(TC)和数字化绩效(DP)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
原始样本(O) 样本平均数(M) 标准偏差 T统计量 p值

TR→DP -0.033 -0.030 0.035 0.952 0.341
TR×DC→DP -0.133 -0.133 0.041 3.247 0.001
TR×TC→DP 0.115 0.111 0.045 2.567 0.010

结合表6和图2可看出，投入（TR）在数字化能力(DC)与数字化绩效(DP)之间调

节效应的路径系数为0.133***（3.247），DC对DP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406（t值

=7.188，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数字化能力对数字化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TR

的调节效应系数为-0.13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投入对数字化能

力与数字化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当企业的投入较高时，数字化

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换言之，高投入可能会削弱数字化能力对数字化

绩效的提升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高投入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和管理难度，导致数字化

能力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图 2 调 节作用效应图

Journal of SUIBE No.4, 202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5 年第 4 期



33

投 入 （ TR） 在 技 术 能 力 ( TC) 与 数 字 化 绩 效 ( DP) 之 间 调 节 效 应 的 路 径 系 数 为

0.115**（2.567），TC对DP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527（t值=8.742，显著性水平为

1%），表明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投入（TR）的调节效应系数

为0.11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投入对技术能力与数字化绩效之间

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说明企业投入较高时，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正向影

响增强。换言之，高投入能够放大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提升作用。这表明，在高

投入的支持下，技术能力的优势能够更充分地转化为实际的数字化绩效提升。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PLS-SEM方法深入分析了企业网络能力、社会资本、技术能力以及数

字 化 能 力 对 企 业 数 字 化 绩 效 的 影 响 机 制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企 业 网 络 能 力 显 著 正 向 影

响数字化能力，并通过数字化能力及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促进数字化绩效提升。

技术能力不仅直接正向影响数字化绩效，而且通过增强数字化能力进一步放大这一影

响 。 数 字 化 能 力 在 提 高 企 业 运 营 效 率 和 创 新 能 力 方 面 起 到 关 键 作 用 ， 对 数 字 化 绩 效

产 生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 尽 管 社 会 资 本 对 数 字 化 能 力 的 直 接 影 响 不 显 著 ， 但 其 通 过 提 升

技 术 能 力 间 接 促 进 数 字 化 绩 效 的 作 用 不 容 忽 视 。 此 外 ， 研 究 还 发 现 ， 投 入 水 平 作 为

调节变量，对数字化能力与数字化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技术能力与

数字化绩效之间的关系则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强调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网络、技术和社会资本的协同效应，而且指出了资源合理配置对实现

最优数字化绩效的重要性。理论贡献方面，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多维度因素的分析框

架，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和能力构建动态性的理解。这不仅拓展了

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应用范围，而且为资源编排理论提供了新的注脚，从而

丰 富 了 相 关 领 域 的 理 论 基 础 。 本 文 的 结 论 为 理 解 企 业 如 何 在 快 速 变 化 的 环 境 中 进 行

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能力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 文 的 实 证 结 果 可 为 企 业 在 数 字 化 转 型 进 程 中 的 管 理 实 践 带 来 如 下 四 点 启 示 ：

首先，企业务必高度重视网络能力的构建。要积极投身于各类行业会议、论坛以及展

览活动，以此不断拓展外部联系网络。同时，要用心维护与供应商、客户以及合作伙

伴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借助这些丰富的网络资源，企业能够获取到全新的技术、宝

贵的知识以及准确的市场信息，进而有效提升自身的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绩效。其次，

技术能力乃是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基础。企业需要持续投入资金用于购置最新的信息技

术设备，大力加强内部技术培训工作，积极引入外部专家和技术顾问，为企业提供专

业的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通过不断提升技术能力，企业不但可以直接提高数字化绩

效，还能够凭借增强后的数字化能力进一步推动绩效的提升。再次，尽管社会资本对

数字化能力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却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能力间接促进数字化绩效的

提高。所以，企业应当通过建立高度的信任以及保持良好的透明度，进一步强化与关

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积极鼓励知识共享与协作，从而持续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数

字化绩效。最后，投入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在数字化能力和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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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较高的投入可能会削弱数字化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正

向影响，但却会增强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在增加投入时，

必须妥善平衡好资源的分配与管理，避免因管理复杂性的增加而导致数字化能力的优

势被削弱。同时，要充分利用高投入所带来的丰富资源和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技术

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贡献。

本文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主要依赖现有文献和理论

框架进行分析，缺乏大规模实证数据支持，且引用研究的样本可能存在局限性，无法

完全代表所有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另一方面，采用横截面数据难以捕捉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动态变化过程。此外，主要关注网络能力、社会资本和技术能力对数字化绩效的

影响，未考虑组织文化和领导风格等其他可能因素。同时，虽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

分析，但还可尝试多层线性模型或多组比较分析等其他统计方法以更深入探讨变量之

间的复杂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收集更

多不同类型企业的数据，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和结论。特别是可以通过跨行业、跨

地区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在不同背景下的具体表现和影响因素。第

二，可以深入探讨管理者的时间导向、战略互赖性等内部因素如何调节数字化转型的

效果。通过纵向研究或案例研究，追踪企业在不同时间点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了解这

些内部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制。第三，可以加强对不同知识组合方式（如知识宽

度与知识深度的不同配置）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建议。第四，可以尝试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或多组比较分析等不同的统计方法，进一步

挖掘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索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

在 数 字 化 转 型 中 的 应 用 及 其 对 企 业 绩 效 的 影 响 ， 为 企 业 提 供 更 多 前 沿 的 技 术 解 决 方

案。通过这些努力，未来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多维度影响机制，为企业提

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管理建议，推动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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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 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 Capabilities Promote Digital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pabilities and Moderating Role of Investment

HUANG Tao & SHAO Ji-sh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ing bo 315175,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rucial approach for enterprises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study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enterprise network 
capabilities, social capit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capabilities on digital performance. The 
fi ndings indicate that enterprise network capabilities have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indirec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performance through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not only directly enhance digital performance but also further improve 
it by strengthen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Digital capabilities play a key role in enhancing enterprise operational 
effi  ciency and innovation capabil ities and have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igital performance. Although 
social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digital capabilities, it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performance by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addition,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nput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performance while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performance.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in the fi el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providing 
new insight 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network, and social capital. Practic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f er important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network capability building,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cultivat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and optimizing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higher digital 
performance.
Keywords: digital performance; network capability; technical capability;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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